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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形成、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

陈    彪
（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 战略形成是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行为，对新创企业而言其重要性不可忽视。为

了揭示它的作用机理，本文以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视角分析战略形

成，利用396份问卷具体分析了战略形成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创业学习是否强化了战略

形成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创业学习增

强了应急模式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然而对计划模式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产生消极影响。文章

揭示了战略形成在新创企业中的重要作用，解释了创业学习对战略形成作用效果的影响，不仅

完善了战略管理理论，同时丰富了创业学习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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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从战略视角研究创业问题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以新创企业为研究
对象探讨创业战略的重要性（Li，2001；林嵩等，2006）。然而，这些研究鲜有探讨战略如何产生，
即战略形成的机理研究存在不足（Gavetti和Rivkin，2007；叶强生等，2013；Mirabeau和Maguire，
2014）。战略形成是指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行为（Gavetti和Rivkin，2007；林淑，2007；叶强生
等，2013），许多企业创业失败并不是战略本身不合适，而是因为其制定过程存在问题（Hitt等，
2016）。在转型经济环境下，新创企业行为受到转型环境和“新入劣势”的双重影响而具有特殊
性（Ahlstrom和Bruton，2006；蔡莉和单标安，2013），这一背景下战略形成同样具有特殊性，并
值得关注（叶强生等，2013）。因此，以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战略形
成的作用是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制度转型和经济转型阶段的典型环境特征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环境会对企业战略

行为产生影响（蔡莉和单标安，2013；买忆媛等，2015）。然而，企业长期忽视对外部环境和自身

问题的科学认识，不确定环境下战略行为的有效性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导致错失机会窗甚至创

业失败。创业学习是创业背景下的组织学习（Harrison和Leitch，2005），能够帮助新创企业探

索、共享、利用新信息和知识（陈文婷和李新春，2010），从而改进企业内部的认知模式。因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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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需要不断地学习以更新知识体系，确保对外部环境形成正确的认识，提高战略行为的有

效性。遗憾的是，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如何利用创业学习发挥战略行为的最大化效用这一关键问

题被现有研究所忽视。因此，本文以转型经济环境下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创业学习对战

略形成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此，本文主要关注如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战略形成如何影响新创

企业绩效？第二，创业学习如何调节战略形成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以中

国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并借助相关的统计分析工具深入探讨

战略形成、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研究了不同战略形成模式影响

新创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并揭示了创业学习对不同战略形成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

节作用。研究结论扩展了创业学习和创业战略的研究范畴，丰富了创业理论，可有效指引新创

企业决策以及决策过程中如何通过学习提升决策的效果。

二、  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理论背景

战略是企业应对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的手段（Schendel和Hofer，1979；Li，2001），已有研究

主要聚焦于探讨战略的静态价值对企业的重要性，忽视了战略如何形成。创业过程的动态性和

不确定性要求新创企业需要重视如何制定和实施战略，即根据环境需求形成有效战略。本文借

鉴Mintzberg等（1998）、Gavetti和Rivkin（2007）的观点，认为战略形成是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过

程，揭示新创企业战略的形成方式，并且整合Mintzberg（1978）、Andersen（2004）以及Andersen
和Nielsen（2009）等学者的观点，从模式视角分析战略形成，包括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其中，

计划模式体现了整体和系统性的分析，是集权的理性分析，从整个组织视角看待战略问题，表

现为自上而下的战略形成，聚焦于对企业整体的规划。应急模式体现了组织决策权分散，依赖

不同专家完成特定任务，针对具体部门的战略问题，组织中非高层管理者参与决策过程，表现

为自下而上的战略形成，聚焦于对环境变化的及时应对。其中，计划模式强调对未来长期发展

方向的综合分析，是对企业长期发展方向的把控；应急模式强调对短期变化的及时应对，是对

企业短期发展方式的调整，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决策过程中参与者不同。

面临转型经济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蔡莉和单标安，2013；买忆媛等，2015），新创企业

战略行为的效果会受到制约。创业学习是创业的重要构成，有助于新创企业获取知识和提升能

力，对企业行为和产出具有重要的影响。陈文婷和李新春（2010）、单标安等（2015）以及

Harrison和Leitch（2005）等学者认为，创业学习是新创企业获取创业知识，应对环境中的机会

与威胁的过程。战略形成是新创企业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过程，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新创企业

需要通过创业学习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完成，提升其效果。然而，已有研究鲜有关注创业学习

对战略形成作用效果的影响，针对中国情境下新创企业的研究尤为匮乏。本文目的之一是探讨

创业学习对战略形成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借鉴前人观点，将创业学习界定为新创

企业整合内部知识和获取外部知识，提升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调整内部结构的过程。创业学习

能够补充战略形成中所需要的外部环境知识和改进企业内部认知模式，提升战略行为的有效性。

综合上述分析，以下将通过四个假设展开本文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1. 计划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计划模式的典型特点是集权性（Hofer和Schendel，1978），从整个组织视角看待战略问题，

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战略形成模式（Neugebauer等，2015），聚焦于对企业未来的规划（And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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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Nielsen，2009）。新创企业发展时间短和规模有限，计划模式主要是以创业者作为决策主体，

因为相对创业者而言，其他成员对行业未来前景和企业发展方向的认知存在不足，创业者是企

业的创建者，他们对于行业判断和企业发展方向的把握更准确。

一方面，计划过程是由持续的逻辑步骤构成，包括长期发展目标、环境分析、战略制定、业

务计划和战略控制系统（Schendel和Hofer，1979）。创业者作为企业的创建者，他们对发展方向

的把握相对其他人员更加深刻。因此，以创业者为核心的计划模式能够借助创业者的经验、预

期和信念为新创企业构建宏观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计划模式的集权性简化了决策流程，对

企业协调机制的要求较低（Verreynne等，2016），新创企业运营机制不完善，缺乏良好的协调机

制，计划模式在决策过程中受到的阻碍较低，容易实现。Andersen和Nielsen（2009）研究指出，计

划模式能够强化整合能力和协调职能，提升了经济效率和支持业务的扩展。基于上述分析，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计划模式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2. 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应急模式是组织分散决策权，依赖不同专家完成特定任务，制定和实施具体战略的模式

（Mintzberg和McHugh，1985）。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是给予其他成员自主权，鼓励、允许中层管

理者和底层员工参与决策（Mintzberg和Waters，1985），从具体业务视角看待战略问题，表现为

自下而上的战略形成模式，有利于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Andersen和Nielsen，2009）。该模式

中企业员工拥有自主权，能够快速适应环境和促进战略试验帮助组织调整行为适应环境的变

化（Andersen，2000）。新创企业中，应急模式表现为创业者与其他成员共同制定和实施企业竞

争战略。一般管理人员和底层员工靠近市场和了解市场与技术信息，参与战略形成能够增强战

略形成中的信息量，帮助企业做出高质量的决策以应对市场的变化，并且集体决策能够提升员

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Ciavarella，2003），增强他们组织承诺感和组织认同感（Ahearne等，

2014）。李玉刚（2001）研究发现，有效战略是源于不同参与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同人员参与战

略决策能够集思广益（Verreynne和Meyer，2010），有利于新创企业及时形成有效的战略。

在中国情境下，制度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新创企业而言既是风险，

也是机遇（蔡莉和单标安，2013）。新创企业灵活性强，可以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行为；同时风

险承担能力较弱，变化环境下需要形成有效战略，避免战略失误导致死亡。应急模式的核心就

是依赖不同专家，集合专业知识形成企业战略（Mintzberg和McHugh，1985），允许专业人士参

与引入新产品、进入新市场、提升能力和调整实践的战略决策（Andersen，2004；Andersen和
Nielsen，2009），它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利用环境变化创造的新机会和减少威胁，短期内及时应

对市场的变化（Maritz等，2011；Leitner，2014）。新创企业资源缺乏，资源被使用后不可逆性，应

急模式能够帮助新创企业形成最有效的战略，降低风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应急模式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3. 创业学习对计划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计划模式强调了战略决策中创业者的主导地位，他们根据对环境的分析和理解形成企业

的战略，其效果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由于创业者认知局限性，环境变化对计划模式的消极

影响难以避免。组织理论指出，个体管理者存在认知局限性（Shrivastava和Grant，1985），战略决

策过程中其效果会受到组织目标、期望、选择和学习的调节影响（Shrivastava和Grant，1985）。学
习能够了解外部环境（如行业、市场和竞争者），以及内部运营和程序（Zahra，1991），减弱创业

者认知局限性对计划模式的消极影响。特别地，新创企业应对环境的能力有限，组织层面的学

习有助于它们了解市场需求（蔡莉等，2010），增强创业者对创业过程的掌控和预防个人原因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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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盲目自信（朱秀梅等，2011），改善创业者的认知局限性，提升企业的决策质量。因此，创业

学习对计划模式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计划模式是通过综合分析和理性的规划形成新创企业战略，创业者认知局限性可能

会制约其作用效果，一旦环境变化，形成的战略可能会脱离现实的需求。Pearson等（1995）指
出，计划模式强调了核心成员（创业者）利用自身经验、管理知识和认知偏好形成战略，核心成

员（创业者）知识有限，对环境的理解容易出现思维定式。Verreynne等（2016）进一步指出，计划

模式虽然有利于整体的协调，但受限于核心成员（创业者）的认知局限性可能会出现狭隘的愿

景甚至出现战略失误。因此，计划模式的作用效果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变化环境下，这种消极

影响更加明显。创业学习是整个企业创业过程中进行信息共享、创新思考和经验反思的过程

（陈文婷和李新春，2010），有利于增加信息、知识和减少资源差距，改进能力（Dutta和Crossan，
2005）。这种学习有助于新创企业实现信息共享，从而获取更加全面的知识（陈文婷和李新春，

2010；刘井建，2011），增强创业者对内外部环境的认知，减弱认知局限的消极影响，提升计划模

式的效果。

第二，计划模式是一种集权性质的决策模式，可能导致组织官僚化，对企业的行动产生制

约（Andersen，2004）。究其原因，计划模式中核心成员（创业者）在战略形成中发布命令，其他成

员主要是机械的参与战略的执行，缺乏参与权和决策权（Andersen和Nielsen，2009）。虽然计划

模式有利于企业的整体协调，但会导致企业成员思维的僵化，员工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

运营僵化，不利于企业在变化环境中形成有效的应对战略。创业学习是整个企业参与学习的过

程，内部员工间以及与外部合作者间交流形成创新思考（陈文婷和李新春，2010），这个过程调

动了组织内部成员的积极性。贾虎和崔毅（2015）研究认为创业学习是新创企业创业过程中获

取、转移、共享和利用知识资源的过程，这种行为有利于企业成员间形成集体思维和加强他们

的合作。进一步而言，为了实现信息的共享，需要组织内成员间的沟通、交流（Harrison和
Leitch，2005），这种行为可以增强企业内员工间以及员工和创业者间的了解和信任，提升员工

组织承诺感。注重合作的组织中员工愿意提出新想法和分享知识，在计划模式执行过程中愿意

主动提出建议，为有效决策贡献力量，避免决策执行僵化。新创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够促进成员

间的互动和实现组织的改进（尹苗苗和蔡莉，2010），减弱了计划模式中创造性和灵活性不足的

消极影响，从而提升计划模式的效果。

总之，创业学习能够减弱创业者的知识局限性和集权造成的组织僵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

加了创业者对外部环境的了解程度和企业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了计划模式的效果。基

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学习会强化计划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创业学习越强，计划模式对新创企

业绩效的影响越强。

4. 创业学习对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与计划模式不同，应急模式强调了组织中不同层级成员参与决策，利用集体的力量形成企

业的战略（Andersen，2004；Andersen和Nielsen，2009）。梳理现有学者观点发现，应急模式有利

于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应对环境中的机会与威胁，形成竞争优势（Andersen，2004；Maritz等，

2011）。然而，本研究对这些观点的整合和分析发现，上述结果是基于成熟企业背景提出来的。

相对成熟企业而言，新创企业成立时间短，缺乏标准的运营程序和组织结构指导运营（Hmieleski
和Ensley，2007）。企业文化和共同愿景处于形成阶段，员工对企业归属感和企业使命的认同程

度较低。这意味着应急模式发挥作用过程中可能会受到个人利益的影响（Andersen，2004），其
他成员的意见并不一定是以企业整体目标为基础，这会减弱应急模式的效果。整个企业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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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缺乏协调可能会影响决策的速度，并不能对变化环境作出快速回应。新创企业风险承担能

力弱和资源有限（Li，2001），为了避免被市场淘汰，针对环境变化需要进行快速有效的决策。创

业学习能够增强员工间以及员工和创业者间的交流和认同，形成统一的认知，集体认知能够帮

助企业创造性的解决问题（Shalley和Perry-Smith，2008）。创业学习提升了不同员工间以及员工

和创业者间交流的效率和质量，对组织整体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减弱了个人利益对应急模式

的消极影响。因此，创业学习能够增强应急模式在新创企业中的作用效果。

第一，应急模式能够调动企业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分权决策导致难以管理，这种

模式会存在治理风险（Maritz等，2011）。应急模式发挥作用过程中可能因为组织成员间的差异

（如个人利益和偏好），对决策的效率和质量造成不利影响（Andersen，2004）。组织层面的创业

学习的关键是知识的共享和流动。这种学习使企业成员间不断互动，逐渐加强对企业活动的理

解，促进集体认知的形成（Weick和Roberts，1993），提升组织成员的集体荣誉感和组织归属感，

降低成员间因为个人利益和偏好产生分歧的可能性，增强决策过程的协调性和整体性，使应急

模式的作用效果得到保障。Tsai（2001）指出，知识共享过程为组织成员间的合作交流提供了机

会。这种行为使组织成员能够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强组织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感，减

弱个人利益在应急模式中的不利影响，提升了应急模式的效果。

第二，应急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Andersen和Nielsen，2009；Neugebauer等，

2015），多方参与中由于不同专业人员主要从微观视角分析企业战略问题，可能会导致企业战

略偏离整体方向。换言之，应急模式可能过度关注短期环境的变化，导致整体战略无法聚焦

（Ahearne等，2014）。创业学习有助于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间以及与创业者间知识的流动，完善

新创企业的知识体系，使他们能够全面看待企业战略问题，降低了决策过程中局限于或者陷入

自身专业知识“陷阱”的可能性。并且，新创企业学习帮助组织成员明确他们在组织中的定位和

调整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Karataş-Özkan，2011），这种集体活动使他们认识到个人需要形成对

企业活动的一致理解（Easterby-Smith等，2000）。当个人致力于组织共同目标时，创业活动更加

可能获得成功（Wang，2008）。因此，创业学习有利于新创企业塑造整体的发展方向，增强应急

模式的有效性。

总之，创业学习有利于组织成员形成集体认知和提升组织认同感，时刻关注企业的整体发

展方向并保持一致，降低了因为个人利益出现治理问题的可能性以及企业发展方向偏离和无

法聚焦的可能性，增强应急模式的协调性和整体性，提升应急模式的效果。基于上述分析，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H4：创业学习会强化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创业学习越强，应急模式对新创企

业绩效的影响越强。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

对于新创企业的界定，本文借鉴相关学者的观点，将成立时间在8年内的企业作为研究对

象（Zahra等，1999）。数据收集过程中，将长春、北京、广州和重庆四个地区作为调研区域。为了

降低问卷收集过程中出现个体认知偏差的可能性，每家企业需要两人参与问卷填写，并且至少

有一人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因为他们在企业运营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企业层面相关问

题的了解比较深刻。这种问卷收集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提升问卷的可信度，因为问卷录入过程中

可以将同一企业两份差别明显的问卷或者基本信息明显不同的问卷挑选出来，联系企业重新

填写或者予以剔除，降低因为填写人员答卷不认真对研究结果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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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每家企业需要两人填写问卷，调研过程中为了获取足够的问卷，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收

集问卷：第一，借助团队创业研究中心成员的力量，采取上门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这

种现场收集的方式下问卷的有效率较高，并且调研对象对问卷内容的填写质量较高；第二，借

助本团队创业研究中心与相关创业园、

创业孵化基地以及科技园的合作关系，

通过园区的管理人员对符合条件的企

业发放问卷，这种方法相对第一种方法

效率较高；第三，借助研究人员的个人

网络关系（亲属、朋友和同学）收集问

卷。调研过程中，我们一共联系了400家
企业，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其中，252家
企业愿意配合调研。问卷回收之后，我

们剔除成立时间8年以上和只填写了一

份问卷的样本企业，并且对信息缺失率

高于30%的样本进行了剔除。最终，共

计获得有效样本为198家企业的396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49.5%，样本特征如

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研究中战略形成（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创业学习和新创企业绩效均采用Likert五级打分

法进行测量。各变量的测量情况如下。

1. 自变量为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本文借鉴Andersen和Nielsen（2009）研究企业计划模式

和应急模式对于绩效影响以及Verreynne等（2015）探讨中小企业战略模式对于创业绩效影响

中使用的量表，利用六个题项测量计划模式，九个题项测量应急模式。

2. 调节变量为创业学习。本文主要关注组织层面的创业学习，借鉴Harrison和Leitch
（2005）的观点，创业学习是创业或新创企业创建背景下的组织学习，即可以在组织学习的框架

下理解创业学习。学者研究新创企业组织层面的创业学习，主要借鉴了组织学习的量表，说明

借鉴组织学习的量表探讨新创企业背景下的创业学习是可行的。因此，本研究借鉴García-
Morales等（2008）、陈文婷和李新春（2010）的量表，利用六个题项测量创业学习。

3. 结果变量为新创企业绩效。新创企业绩效被定义为两个维度：生存和成长（Chrisman等，

1998）。它们代表了短期生存状态和成长潜力，本研究通过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度量这两种状

态。新创企业绩效的测量主要是借鉴Li和Atuahene-Gima（2001）在研究中采用的量表，利用十

个题项测量新创企业绩效。各变量的具体测量指标见表2。
4.考虑到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将它们作为控制因

素，分别设置为相应的控制变量，避免这些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其中，企业年龄是根据企

业成立的实际年限计算的；企业规模是根据所拥有的员工人数设置为控制变量，分别用数字

1—6表示，1：1—20人，2：21—50人，3：51—200人，4：201—500人，5：501—1 000人，6：1 000人以

上；行业类型被设计为虚拟变量，按照虚拟变量的设置原则，将高科技行业设置为1，非高科技

行业设置为0。
（三）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调研过程中每份问卷都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数据可能会出现同源性偏差（CMV）

表 1    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N=396）
基本特征 百分比（%） 基本特征 百分比（%）

被访者职位 员工人数
　中层及以上 59.2% 　1—20人 34.4%
　其他 40.8% 　21—50人 22.1%
创业者学历 　51—200人 30.6%
　专科及以下 17.7% 　201人以上 12.9%
　大学本科 48.8% 行业
　硕士 21.7% 　高科技行业 39.1%
　博士及以上 11.8% 　非高科技行业 60.9%
创业者年龄 企业年龄
　29岁以下 6.4% 　1—3年 52.3%
　30—40岁 51.0% 　3年以上 47.7%
　41岁以上 42.6%
创业者性别
　男 87.9%
　女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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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而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数据分析中利用Harman单因子检测的方法，对所有变量进行

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主成分（代表CMV量）是31.8%，说明第一个主成分因子只

解释了31.8%的变异。因此，可以推断出本次调研数据不受同源性偏差问题的影响。

（四）信度与效度检验

数据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利用SPSS16.0工具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均在0.7以上，说明各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内

部一致性，符合进一步处理的要求；并且因子分析发现绝大多数的因子载荷系数大于0.6，仅新

创企业绩效中存在两个因子的载荷系数略低于0.6，但高于0.5，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出的假设，本研究利用SPSS16.0工具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对各

变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并分析了变量间的相关性，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 2    各变量的度量指标以及信度、效度检验

变　量 题项（采用Likert五级打分法） 均值标准差因子载荷Alpha

计划模式

老板会关注每一项重要活动 3.99 0.927 0.655

0.790

企业决策主要是由老板等内部核心人员制定 4.06 0.972 0.656
企业的战略主要是由老板/创业团队来制定 4.11 0.863 0.722
企业拥有非常明确的发展蓝图 3.89 0.940 0.768
企业十分注重愿景和使命的调整 3.88 1.007 0.666
企业十分重视长期目标的设定 3.88 0.960 0.729

应急模式

无须老板批准：可开发新市场 3.84 0.943 0.673

0.906

进行新产品的开发 3.83 0.851 0.725
采用新的做法 3.90 0.864 0.751
开发新的能力，如运营流程 3.87 0.959 0.737
通常老板会同其他人员一起决策： 企业市场定位相关问题 3.75 0.961 0.822
进入新的细分市场 3.72 0.949 0.741
主要产品的引进 3.76 0.921 0.765
重要能力的开发，如运营能力 3.82 0.939 0.796
新的政策和实践调整 3.82 0.941 0.794

创业学习

贵企业有多种渠道获取相关的新知识 3.95 0.944 0.718

0.837

贵企业员工利用了大量相关的新知识 3.64 0.960 0.775
贵企业员工通过内、外部交流获取大量关键能力和技能 3.79 0.894 0.795
获取的新知识、关键能力和技能使企业发生根本性改变 3.58 1.011 0.750
贵企业所有员工都能互相学习，并不断改变自己 3.62 0.973 0.737
贵企业鼓励员工间的交流和分享知识 3.97 0.901 0.680

新创企业绩效

年销售收入 3.61 0.828 0.757

0.870

净收益率（净收益/总销售额） 3.44 0.889 0.733
投资回报率（投资收益/投资成本） 3.39 0.909 0.752
资产回报率（净利润/总资产） 3.43 0.897 0.804
销售额增长速度 3.51 0.823 0.698
市场份额增长速度 3.48 1.018 0.623
客户对产品/服务价值的评价 3.43 0.882 0.707
新员工数量增长速度 3.74 0.880 0.620
对市场的反应速度 3.92 0.863 0.596
公司的整体声誉 3.90 0.835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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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归分析

在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过程中，为了排除多重共线性（Common Method Bias，CMB）的影

响，数据分析中计算了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各变量的方差膨

胀因子均在3以内。借鉴Kleinbaum等（1998）的观点，如果变量的VIF值小于5，则不存在明显的

多重共线性。因此，本研究中变量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1. 战略形成（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检验

以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作为自变量，新创

企业绩效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

表4所示。

表4中DW值为1.590，一般认为DW处于

1.5到2之间说明无自相关现象，因此该模型不

存在自相关。Model 1检验了各控制变量对新创

企业绩效的影响，在Model  1基础上构建了

Model 2，用于检验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对新创

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计划模式对新创企

业绩效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16（p<0.1），假设

H1得到数据验证；应急模式对新创企业绩效影

响的回归系数为0.359（p<0.001），假设H2得到

数据验证。

2. 战略形成（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作用的检验步骤借鉴了陈晓萍、徐淑英和樊景立编著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

法》，他们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如何检验调节作用：首先，将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即将自变

量和调节变量分别减去它们的均值；然后，构造乘积项，即将中心化后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相

乘；最后，将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它们的乘积放入回归方程。

本研究检验创业学习的调节作用借鉴了这一方法。Model 3是在Model 2的基础上，分别加

入创业学习与自变量即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的乘积，数据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DW值为

1.626，一般认为DW处于1.5到2之间说明无自相关现象，因此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表 3    各变量相关系数统计

变　量 1 2 3 4 5 6 7
1. 计划模式 1
2. 应急模式 0.585** 1
3. 创业学习 0.615** 0.518** 1
4. 新创企业
绩效

0.326** 0.431** 0.434** 1

5. 企业年龄 –0.148** –0.113** –0.083 –0.040 1
6. 企业规模 –0.036 –0.080 –0.012 0.071 0.243** 1
7. 行业类型 0.058 0.026 0.103* 0.066 –0.094 –0.058 1
Mean 3.955 3.811 3.779 3.677 3.703 2.342 0.391
Std.
Deviation 0.658 0.697 0.687 0.551 2.592 1.335 0.489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双尾检测），**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双尾检测），*表示显著性水
平p<0.05（双尾检测）。

表 4    战略形成（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
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新创企业绩效
Model 1 Mode 2

计划模式 0.116+

应急模式 0.359***

企业年龄 –0.055 0.011
企业规模 0.088 0.047
行业类型 0.066 0.053
R2 0.013 0.199
调整R2 0.004 0.187
F-value 1.515 17.336***
Durbin-Watson 1.590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双尾检测），
**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双尾检测），*表示显著
性水平p<0.05（双尾检测），+表示显著性水平p<0.1
（双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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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显示，创业学习对计划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系数为

–0.133（p<0.05），即在p<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并且回归系数小于零，即表明创业学习

对计划模式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3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创业学

习对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系数为0.115（p<0.05），即在p<0.05的显著

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因此，假设H4得到数据支持。

综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创业学习对战略形成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其中，对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具有积极调节作用；对计划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具

有消极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设H4得到数据支持，假设H3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五、  结果讨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情境下的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借鉴环境管理和环境决定理论、组织学习理

论，探讨了战略形成、创业学习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为从战略视角分析创业问题提供了理

论依据。利用从长春、北京、广州和重庆四个地区198家企业获得的396份有效问卷（每家企业

2份问卷），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对新创企

业绩效均具有积极影响；第二，创业学习减弱了计划模式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第三，创业学习

强化了应急模式和新创企业绩效关系。

以下将进一步讨论创业学习对战略形成效果的影响作用。首先，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创业

学习减弱了计划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关系，与假设相反。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实践中虽然创业

者与企业员工会进行交流和分享观点，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圈内人士”和“圈外人士”，一般而

言，大部分创业者可能会“偏爱”意见一致的员工而不是质疑他或者挑战他的权威的员工。这可

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员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服从创业者的安排，降低了创业学习中他们提出

与创业者观点不同建议的可能性。因此，创业学习过程中提供的知识可能是进一步验证创业者

的观点，而不是增加知识的多样化；并且这种趋同可能不仅没有改进计划模式带来的组织僵化

问题，反而增强了计划模式中结构僵化的消极影响。

其次，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学习强化了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间关系，支持了研究

假设。应急模式需要不同专业人员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他们相对创业者而言更加了解市场和

表 5    战略形成（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与新创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检验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新创企业绩效

Model 1 Model 2 Mode 3
计划模式 –0.025 –0.053
应急模式 0.286*** 0.301***

创业学习 0.299*** 0.295***

计划模式×创业学习 –0.133*

应急模式×创业学习 0.115*

企业年龄 –0.055 0.004 0.005
企业规模 0.088 0.052 0.054
行业类型 0.066 0.032 0.036
R2 0.013 0.251 0.263
调整R2 0.004 0.238 0.246
F-value 1.498 19.175*** 15.241***
Durbin-Watson 1.626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p<0.001（双尾检测），**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双尾检测），*表示显著性水
平p<0.05（双尾检测），+表示显著性水平p<0.1（双尾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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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与决策可以增加信息源。创业学习有利于企业内成员间知识的共享，通过共享和整合

对企业内的知识进行了优化，将个体知识转化为集体认知，减弱了多样信息源对决策速度的不

利影响。集体认知的形成提升了员工的组织归属感，减弱了因为个人利益和偏好导致分歧出现

的可能性。如创业学习过程中市场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有效沟通确保新创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

同时，技术方面具有可行性，降低了出现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并且，创业学习增加了企业员工的

知识广度，降低了个体局限于自身认知导致战略偏离企业整体发展方向的可能性。最后，新企

业员工组织承诺感缺乏，创业学习为员工间以及员工和创业者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为提升员

工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提供了机会，增强成员的组织认同感，他们更愿意参与企业的战略决

策，提升了应急模式的有效性。

上述数据分析说明了创业学习并不一定会强化战略形成的效果。已有研究中强调了学习

对于企业决策行为的积极影响，然而，考虑到实际企业运营中人与人交往的复杂性，学习对企

业行为的强化作用需要结合行为特征和文化特点综合分析，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利用创业学习

发挥决策的最大功效。

（二）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为如下两方面。第一，以战略形成为出发点，基于中国转型经济

环境下新创企业战略形成研究的不足，从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视角分析战略形成，剖析不同形

成模式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是聚焦于具体的战略内容，然而，战略形成的研

究处于起步阶段（Mirabeau和Maguire，2014），缺乏足够的关注（Gavetti和Rivkin，2007），对新创

企业战略形成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特别地，转型经济背景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自身资源

的缺乏，迫使新创企业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需要形成独特的战略（买忆媛等，2015），因此如何

形成有效战略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本文以中国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战略形成对新创企业

绩效的影响机理，扩展了创业战略的研究范畴。

第二，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环境特征，从学习视角深入解释了如何提升新创企业战略形成的

作用效果。战略形成是企业形成应对市场变化的战略的基础，其作用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创业

学习能够帮助新创企业探索、共享、利用新信息和知识，应对环境变化（陈文婷和李新春，

2010），是提升新创企业战略决策效果的重要途径。然而，已有研究对创业学习如何调节战略形

成的效果缺乏理论解释。本文通过大样本数据深入剖析了创业学习对战略形成与新创企业绩

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了其中的内在原因。研究完善了创业学习的研究范畴，为从不同视

角分析创业学习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三）实践意义

本文对于新创企业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第一，计划模式强调了创业者在战略形

成中的重要地位，应急模式强调了专业人员具备的专业知识在战略形成中的重要性。对新创企

业而言，决策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情形，充分发挥计划模式和应急模式的优势。

第二，创业过程是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战略形成能否发挥“最大功效”，与创业学习密切

相关。然而，对于创业学习需要从如下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创业学习增加了情境性知识和组织

成员的集体利益观和组织承诺感，有利于提升应急模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企业运营中人与

人间交往和上下级关系的复杂性对决策效果会产生影响，创业学习过程中随着与创业者深度

的交往，可能会出现“圈内人士”和“圈外人士”，新创企业战略形成中需要重视创业学习，同时

要注重根据不同的情境需求灵活的学习。

（四）研究局限

本研究从创业学习的视角揭示了新创企业如何提升战略决策的效果，对于完善中国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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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创业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样本主要是

源于长春、北京、广州和重庆四个地区，对于武汉、郑州等中部地区未纳入调研范围，这些城市

的创业环境可能与上述城市存在差异。未来研究中需要扩大样本区域，进行区域对比，提升研

究结论的普适性和推广价值。第二，本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探讨了创业学习对战略形成效果的

影响作用。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是存在差异的。例如

企业在创建期和成长期的发展目标和资源状态是有区别的，创业学习的调节作用可能会发生

改变。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创业不同阶段创业学习的差异作用。第三，本研究从组织层面创业学

习的视角分析了战略形成的作用效果，然而，鉴于现有研究中创业学习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内涵界定和测量主要是借鉴组织学习的观点，未来研究需要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进一步完善

其内涵和测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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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significant for new ventures. To reveal its role mechanism, this paper uses planning mode and
emergency mode to explain strategy formation, and uses 396 questionnaires of new venture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tegy formation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nd whether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y form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both
planning mode and emergency mode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ergency mode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and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mode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strategy  formation  for  new ventures  and  explains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trategy formation. It improves the strategy management
theory, and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 of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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